
数智时代与历史研究

观之，人工智能的“算法”也并不能提供绝对的客观性，因为驾驭人工智能技术的人类拥有自身的

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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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人工智能造成的冲击，历史学者的态度并不一致，或热烈拥抱，或批判吸收，或警惕反

思，总体而言，是在被动地响应。① 但是，仅仅被动响应是不够的。 历史学及其理论不仅应当重视人

工智能，更应该介入和影响其发展。 早在 1976 年，约瑟夫·魏岑鲍姆（Joseph Weizenbaum）就提出，
历史学有必要介入人工智能，特别是保存那些无法成为人工智能输入数据的史料。② 2019 年，在斯

坦福大学成立了“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研究所，③该研究所认识到，人工智能在改善人类状况方面

有着非凡前景，但前提是能够成功引导其朝着负责任的方向发展。 为达此目的，研究所吸纳了不少

历史学者和其他人文学者。 这一机构之所以能赢得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级声誉，正是其理念和举措

的结果。 近年来，也有中国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主张将知识、技能、感性经验、价值观念融入数字人

文研究方法，其中包括人工智能的方法，④惜未充分展开。
历史学及其理论之所以能够介入和影响人工智能，特别是当前代表人工智能前沿方向的大语言

模型（以下简称“大模型”）的发展，⑤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两者之间工作原理的相似和相通性。 在

一定意义上说，历史学就是用语言将“数据、记忆、关于过去的证据性遗迹、文献和遗物”变成历史的

自觉省思。⑥ 大模型实际上是对人类社会积累的语言材料的吸收和综合，或者说，是以兼收并蓄、有
时可能是杂乱无章的方式吸收综合其可以获得的所有文本。 由此可见，大模型的工作方式与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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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研究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即基于过去的各种史料，进行加工和提炼，从而获得比较系统化的知

识。 正如约书华·斯特恩菲尔德（Joshua Sternfeld）所说，收集模型的训练数据就像是收集史料，模型

根据输入产生输出就像是根据证据产生历史，总而言之，“我们越是深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学习的

过程，事实上，这个过程就开始和做历史研究的工作越发相似”。①

因此，历史学及其理论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之间存在深度交融的可能和必要，但具体如何实现，
既需要认识前者，也需要深入了解后者的运作机理。

一、大模型的技术原理和工作过程

在历史学及其理论的角度下检视，大模型吸收综合过去积累的语言材料的过程包含三个值得关

注的环节。 一是搜集加工过往的文本材料，形成海量训练数据；二是吸收综合经过加工的训练数据；
三是让人工智能和人类的价值保持对齐（AI alignment），从而让大模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价值、目
标和利益，防范人工智能的失控、失范。

大模型能够发挥今日所见的强大能力，离不开对过往数千年间全人类所产生的海量文本材料的

搜集加工。 ChatGPT的核心研发者之一伊尔亚·苏茨克维（Ilya Sutskever）直陈，大模型背后起作用

的关键原理，很可能是高效的压缩。② 或者说，ChatGPT 等大模型所实现的最主要的技术突破，就是

能够以一个相对于所有这些海量文本材料来说尺寸很小的模型，以小见大地凝练过往产生的这些材

料。 这也得到了最近的计算史研究工作的佐证。 过去 50 年来人工智能的大幅增强，离不开数字化

文本材料的大幅增加，特别是高质量的文本材料的积累。③ 由古登堡计划（Project Gutenberg）等项目

数字化的古籍，构成了高质量文本的中坚部分。④ 高质量文本越多，大模型的能力上限就越高。 反

之，随着高质量文本逐渐用尽，大模型的发展也面临“数据用尽”的瓶颈。⑤

尽管高质量文本如此珍贵、近乎短缺，但目前来看，人工智能研发者主要还是从工程方面的经验

出发，总结一些较为直观朴素的技巧来加工这些文本，形成用来训练大模型的海量数据。 谢恩·朗

普雷（Shayne Longpre）和杰森·韦（Jason Wei）等研发者分别总结了一些最常用的技巧。 简言之，要通

过区分新旧、区分来源、去粗取精等方式筛选文本，进而通过抽取、替换、移除等方式深入加工文本。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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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朗普雷和韦完全是在技术研发的情境下进行讨论，但究其内在，这些技巧的目的都是让大模型

尽可能聚焦于高质量的语料。
大模型吸收海量训练数据的能力，很大程度源自其采用的转换器（ transformer）这一结构。 大

模型实际上就是由许多个转换器组成。 转换器的优势和局限都很突出。 优势是对于内部构成一

定顺序的数据，比如说经过数字化以后的文本数据，转换器加以吸收综合的能力非常强大。① 局

限是对于内部缺乏一定次序的数据，比如图像、气味甚至体感等，转换器的这项能力就没有那么强

了。 从增强大模型生成结果的准确性、全面性和深入程度的角度加以检视，对照历史学对史料的

要求，可以针对性地提出两方面的批评。 一是大模型照单全收的吸收综合委实太过粗糙，很可能

在推理生成过程中将不尽准确甚至虚假错误的文本作为依据，造成大模型所谓“胡说八道”的“幻
觉”（hallucination）问题。② 在历史学者针对 ChatGPT 展开的测评中，这一缺陷充分暴露———大模型

时不时就“幻想甚至编造很容易识别为谬误的事件”。 例如，对于简单的、有正确答案的事实性问题，
有的大模型只能达到一半左右的正确率。③ 二是大模型的兼收并蓄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数字化的文

本。 这不仅忽略了原始形态的文本所携带的某些信息，也丢失了以文本之外的其他形式存在的某

些信息。 用历史研究的眼光来审视，我们可以说，大模型采取了一种记忆超群、反应敏捷，但只依

靠“史料”的点校整理本，而忽略刊刻影印（或原始史料）和历史现场感的利用“史料”的方式。 这

样的方式当然可以解决不少问题，但也注定难以解决需要体悟史料物质性和史料现场感的

问题。④

大模型具备广泛、强大的生成能力，也蕴涵一定的风险。 早在 1960 年，诺伯特·维纳（Nobert
Wiener）即指出：一个学习能力和进步速度特别快的人工智能，如果其价值观和人类不完全一致，那
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⑤ 鉴于此，人类需要“确信我们输入机器的目标确实就是我们想要的目标”。⑥

诚然，当时人工智能模型的能力远远比不上今天的大模型，但 60 年前的技术先驱已经注意到让人工

智能与人保持一致、服务人类目标的重要性。 在大模型能力更加突出的今天，如何保持人工智能与

人类价值观充分对齐，已经成为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⑦

具体而言，实现大模型与人类价值的充分对齐，至少需要做到两点。 一是设法识别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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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观，二是如果识别出来的价值观与人类的价值观不一致，设法加以介入和纠正。 目前，
在第一个层面上，人工智能研发者主要是通过问卷访谈的方式来测试和识别。 比如说，向
ChatGPT 或者文心一言提出一组标准化的、用于判断人格特征和价值倾向的问题，根据答案得

到测试结果。① 综合现有的测试和识别结果来看，大模型确实会受到训练文本、吸收过程和用户

提问等环节蕴涵的价值观的影响，可能在性别、职业、种族、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生成包含偏见

的文本。②

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更加复杂，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还存在很多有待突破的难点。
简言之，为了实现纠正大模型价值观的目标，首先需要将人类的价值观用大模型能够学习的形式表

示出来，然后尽可能鼓励大模型产生和人类价值接近的回答，抑制其产生不符合人类价值的回答。③

当前，无论人类价值的厘定和表达，还是引导大模型的立场和导向，几乎完全由技术研发者来决断。④

或者说，几乎完全由研发者依赖其研发技术的工程经验，用技术手段加以书写。 这样一来，如果技术

研发者对大模型生成文本的价值体察不够充分，或者其所持有的价值观和大模型所服务的对象的价

值观不完全一致，人工智能和人类价值观就很难说实现了对齐。 面对这一局限，史学理论有关价值、
立场、意识等如何将文本碎片“拼合起一幅可以辨识出轮廓的图景”的认识，应当可以为研发者体察

和引导大模型的价值对齐提供一定帮助。⑤

总之，大模型的成就固然引人瞩目，但各个主要技术环节都还有显著的改进空间。 一是文本语

料的收集加工需要更加深入的考订辨正。 二是在吸收综合语料时，大模型不仅需要学习历史学的考

证功夫，还要面对“纸上得来终觉浅”的局限。 三是在价值对齐方面，不仅需要体察大模型所隐含的

价值，引导其向正确的方向改进，还要对其中的偏差加以纠正。 2023 年以来，技术领域正在积极地解

决这些问题。 一是文本语料的筛选加工越发受到重视，技巧也越来越繁杂。⑥ 二是对具身人工智能

（embodied AI）和世界模型（world model）的探讨越发热烈：具身人工智能以赋予人工智能身体感为其

愿景，世界模型则关注人工智能对日常场景和生活常识的认知。⑦ 三是价值对齐成为热门课题，取得

越来越多的研究进展。 因此，此时正是引入史学理论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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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学理论对大模型发展的价值

（一）考订辨正大模型的文本语料

相比历史学来说，当前大模型挖掘人类的海量语料这座富矿的手段依然不够精细，甚至可以说

很是粗糙，在这方面，史学理论有关史料运用的深刻认识能够为大模型语料的去粗取精提供有益的

指导。
大模型吸收综合文本应该遵循一些历史学关于史料运用的基本原则，而不能仅仅依赖缺乏坚实

理论根基的工程技巧。 这些原则大致有三。 首先是“论从史出”。 直白地说，就是推理结论始终要以

史料作为依据，避免“以论带史”。 大模型为什么会出现从史学角度看来啼笑皆非的“一眼假”幻觉？
部分原因在于，吸收综合的过程中没有始终将其论述与文本出处相关联，没有始终将论述建立在文

本的基础上。 正因为如此，要求大模型注明文本语料来源才有助于提升其生成能力。① 其次，史料需

要考订和分辨。 显然，不是所有的史料都一样可信。 有流传有序的史料，也有伪造假托的“史料”；有
第一手的史料，也有第二手甚至辗转更多手的史料；有秉笔直书的史料，也有隐笔、曲笔甚至有意无

意漏载、误载的史料；有带着意图形成的史料，也有无意形成的史料；有早出的史料，也有晚出的史

料；有同源的史料，也有源头彼此分化，可以彼此相互佐证或者订正的史料；等等。 不是所有史料都

一般可信，可以据而立论；也不是借助单一史料就足以定论，通常需要全面细致的考证。 同理，语料

文本也需要考订和分辨。 对浩如烟海的驳杂文本，大模型基本上照单全收，目前来看还远远没有达

到考订辨正“史料”的基本要求。 秽史之所在，则谬论难免。 这也很有可能是大模型幻觉的成因之

一。 最后，如果以更高的理论标准来要求大模型，那就不仅要明辨“史料”的是非正误，还要注意“史
料”形成的源流。 或如苗润博所论，不仅要“从文本中剥离出源自不同系统、不同时代、不同主体的历

史叙述（文本单元）”，还要“对其生成衍化过程加以剖析、对比，窥视以往被遮蔽、被掩藏的复杂图

景”。② 这是比仔细分辨考证还要困难得多的要求了。
这些史料考订和运用的原则可以直截了当地转化为加工文本语料的原则。 “论从史出”要求大

模型的文本语料列明出处、来源有自；考订辨正要求大模型的语料文本去劣存精、区别利用；源流批

判要求大模型对其海量语料加以程度更高的反思，将论证建立在对来源文本构造衍流的全过程的体

悟之上。 大模型文本语料的筛选和加工，因而需要相应加以改进。 为了使文本语料来源有自，不能

再杂乱无章地以自动化的方式一把抓，而是要对每个文本单元尽可能保留其源流信息，特别是作者、
发表时间、引注信息、链接信息和版次更迭。 为了使语料文本存精去芜，不能再将泥沙俱下的海量文

本照单全收，而是要将优先采用可信史料的原则贯穿于语料加工和吸收综合的过程当中。 多用真

实，避免伪托；多用一手，避免辗转；多采直笔，细察曲笔；重视无意，精审有意；多用早出，慎用晚出；
同源不赘，异源不遗等，都是大模型应当遵从的基本原则。 为了让大模型具备批判源流的初步能力，
在筛选加工优质语料的基础上，还要利用大模型对人类指令的理解能力，指示其在生成过程中充分

74

①

②

Jie Huang and Kevin Chen-Chuan Chang，“Citation： A Key to Building Responsible and Accountable Large Language Models”，arXiv，31
Mar. 2024，https： / / arxiv. org / abs / 2307. 02185[2024 - 04 - 06]
苗润博：《〈辽史〉探源》，中华书局 2020 年版，第 3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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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引证来源的衍变关系。 也就是说，注重对文本本身的“结构、层次和缝隙”的把握，将整体的逻辑

脉络作为生成的背景框架。① 这样，既使得大模型生成文本的理据更加深厚，又可以更加充分地暴露

生成文本和复杂源流之间未必正确、全面、充分的相互关系，令其免于被轻信。
若要将以上理论落到实处，需要进一步论证如何实施在海量的文本上。 用技术的概念来表达这

一点，就是能够实现批量化（scalable）改进。② 如果不能满足这一点，提出的改进只能由历史学家在

数以亿万字计的文本上逐一实施，最终只会是无法实现的美好想象。 故此，在加工凝练文本语料的

过程中，对来源有自、存精去芜和批判源流的原则性要求应当分别转译为既忠实于理论指导，又能够

在海量文本上批量化实施的具体建议。 或者说，转化为技术研发者熟悉且擅用的技巧。 首先，为
了实现批量化的来源有自，需要对自动化的抓取手段加以事前设计、事中监控和事后质检。 事前

在抓取代码中写入抓取源流的要求；事中监测文本语料中源流信息的缺失率，在信息缺失率较高

时调整抓取方式；事后统计源流信息的缺失率，结合缺失情况设计数据筛选加工的策略。 其次，为
了实现批量化的存精去芜，需要将史料运用的原则转化为五点可批量化数据加工技巧。 一是提高

权威语料的权重；二是提高早出语料的权重；三是类似校勘中采择底本，将权威和早出语料作为语

料加工的“底本”，或者说教材（textbook）；③四是降低晚出、辗转甚至抄袭形成的语料文本的权重，或
者加以去重；④五是移除伪造语料，或者设定专门的处理规则。 最后，为了实现批量化的源流批判，需
要通过系统提示（system prompt）的方式，让这一困难但有价值的思维方式成为大模型的默认设置。⑤

也就是说，将明辨正误和剖析源衍的思维方式总结为简洁的一小段指令，然后以隐性的方式嵌入大

模型的系统中，成为大模型每一次生成文本之前默认遵从的思维规则。 这些都是能够批量化实施的

改进。
（二）弥补大模型物质性和现场感的缺失

大模型能够凝练的范围始终只是经过数字化的文本。 只能凝练文本的，是单一模态的大模型；
能够凝练文本、图像和视频的，是多模态的大模型。 尽管将基于转换器结构的多模态大模型加以拓

展，对图像、气味、触感等不同形式的数据一并加以吸收的探索越来越多，也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所达

到的水平和文本大模型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⑥ 即使假设这一差距未来得到一定的弥补———这是一

个技术上非常雄心勃勃的假设，大模型很难完全解决史料物质性和历史现场感缺失对其能力的

限制。
正如拓本不能完全替代碑刻，影印本不能完全替代原始的纸本史料，整理史料不能完全替代影

印史料，大模型所依赖的文本语料也远远不能全然替代人类身体对原始物质史料的感受。 具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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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大模型失却了所有通过观看、触摸、嗅闻乃至倾听史料才能得到的信息。 纵然 Sora等多模态大模

型已经能够一定程度上模拟相当复杂的历史场景，在当前可见的将来，也很难充分再现物质性的各

个感知侧面。① 举例来说，假如不只关注纸面上的权力制度，也关注其所嵌入的宫禁格局，不只关注

碑刻文字，也在意其间造型美学，不只满足一重证据的内证，也求索二重证据间的彼此引证，这些历

史学所熟稔的理论和手艺，大模型目前都做不到。
推而广之，凡是需要观看、触摸、嗅闻或倾听才能言尽其意的那些事，大模型都很难尽善尽美地

做到。 比如，大模型无法钩沉之前城市生活的风尘给人带来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与嗅觉皆有

的”感受。② 进而言之，大模型不仅在当下损失了史料各个物质性侧面的信息，如果不加更新，还遗

失了随着未来的技术发展从物质中提取更多信息的可能性。 原始的物质史料不是“死”的，而是随着

科技发展的手段不断呈现新的信息。 譬如，在碳 - 14 技术和光学成像技术出现之后，既有的物质史

料就表现出人类之前无法发现的新信息；在提取分析年轮、冰芯、孢粉、石笋和沉积岩土的技术出现

之后，就有更多原本司空见惯的物质转化成为推动史学进展的新史料。 大模型能够在事后反刍挖掘

这些新的信息和新的史料，但很难在脱离了物质感受的前提下事前提出这些发现。 总之，大模型对

物质性的感知缺失导致了两方面的能力局限。 一是依赖眼耳口鼻之感知的事大多做不到。 二是用

新技术检视老物件、发掘新史料的事大多也做不到。
即使假设未来发展出了全息影像一般的数字化技术，能够充分保存史料物质性的许多侧面，其

始终难以完整还原史料所处的初始现场。 即使更加强大的大模型能够吸收综合所有的这些侧面，其
始终缺乏亲临历史现场的田野经验。 计算机的针脚不像人的双脚，能够深深扎进现场的“泥巴”里。
因此，有的材料大模型始终不可能看到，有的阐释材料的视角大模型始终无法想到，有的问题大模型

始终难以完满回答。 这些挑战，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大模型缺乏行动能力。 如历史学家科大卫

（David Faure）关于做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忠告：“这类材料在庙宇的墙壁上，在私人的收藏里多得是，
除非你到现场考察，你是没有机会读到它们的。”③这句忠告原本的对象当然不是大模型，但用在没

有双脚的大模型上，却十分地妥帖。 问题越是接地气，越需要进入现场，大模型没有机会读到的信息

就越多。 其次，大模型无法感知“史料”在原始现场的存在方式，而这一点可能携带了相当关键的信

息。 例如，对遗址中的画像和物件的考察，除非掌握其“相互交错的关系和位置”，所建立的理论“将
很难具有坚实的基础”；对礼仪制度的研究如果只关注文本，可以选择和回避不懂与不感兴趣的部

分，特别是使用过程、实景布局和仪节实操中的细节，如果要求复原其现场，则“必须全过程、全方位

展开……无一处可逃遁”；即使对文学的研究，也只有重建和还原文学的历史现场，才能“透彻了解作

者之用心，体会作品之奥秘”。④ 大模型没有现场的感受，也就无法沿着需要进入现场才能产生的研

究视角去思考。 当然，这一要求有可能是过分苛刻了，毕竟很多时候历史学家也未必能够充分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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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体认现场。 最后，回到历史现场和文献现场互证，常常是开创性的问题意识所不可或缺的来源。
只有进入现场的学者才能理解：“置身于古人曾经生活与思想过的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常常会

产生一种只可意会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往往能带来更加接近历史实际和古人情感的新的学术

思想。”①进而言之，“往往不是‘历史’使得我们更能认清‘现在’，倒是‘现在’常常使得我们更易于

理解‘历史’”。② 失去了现场感，对文本的理解很可能流于浅薄。
由于大模型不能充分体认文本的物质性和现场感，其生成能力因而存在五道很难逾越的“天

堑”。 一是对文本的吸收综合始终无法达到全面。 比如，从整理本到原刻本之间损失的信息，大模型

同样会遗漏。 二是不能将文本及其载体放置到原始的现场中去思考。 凡是需要感受现场情状才能

阐发的问题，都是大模型的弱项。 三是不能主动用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视角审视其文本，始终需要人

来代为弥补其思维时效性的缺乏。 四是但凡需要身体进入现场细细体察才能引发的新思想，大多落

在大模型的能力范围之外。 五是无法超越这些数字文本，提出新的问题、视角和分析。 或者说，大模

型在根本意义上总是保守、狭隘的，总是拘泥于过去的文本里的一小部分。 除非有朝一日人工智能

真的科幻般地化身为人，这些弱点都是很难克服的。 鉴于此，对于大模型的信息遗漏、现场缺失和时

效缺乏的弱点，需要在使用时加以鉴别。 如果对其期待很高，所问的问题需要利用这些信息和方法

才能回答，那么不要轻信大模型。 对于很难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的用户，历史学者有必要和技术研发

者合作加以提醒。
对于大模型根本意义上的保守和狭隘，不只是不能轻信，还要从为人类守护历史的角度加以警

惕———不是只有能够数字化的才是历史。 魏岑鲍姆 1976 年的疾呼至今振聋发聩：

计算机（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毁灭历史的工具。 这是因为，当社会只承认那些“标准格

式的”“能够很容易地告诉机器”的“数据”时，历史，以及记忆本身，也就此湮灭了……当然

了，只有作为设定标准的机器的副产品的那些容易导出的数据，才会得到这个（机器）系统

的承认。 随着这个系统用户数量的上升，随着这些用户越来越依赖于“适合于这个系统的

消息”……距离一切事实都由这个系统来判定，而其他所有的知识，所有的记忆，一切都被

宣布为非法，还有多久呢……很快，一个超级系统就会建立起来，“历史学者”会根据这个系

统来推断“究竟”发生过什么，历史上谁和谁之间存在联系，以及事件之间的“真实”逻辑。
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有发觉这里面究竟有什么不对劲。③

（三）感知和引导人工智能的价值倾向

如前文所述，大模型隐含了复杂的价值观念，甚至价值偏见。 感知、测量和纠正大模型隐含的价

值和偏见并不容易。 技术研发者对文本语料中的价值观念的理解至今仍然过于单薄，很少具备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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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社会史论战中所提出的那么多的问题，现在要不要重新加以检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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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现出的敏感性。 亟待通过史学理论对文本史料的视角性和价值性的理解，丰富技术研发者的理

解，并因此形成足以批量化引导对齐的原则和技巧。
自后现代主义兴起，史学经历“记忆的转向”开始，历史叙事的价值和视角始终是史学理论予以

密切关注的议题。① 大模型广泛吸收综合语料所生成的文本，同样不能免于对其价值和视角的质疑。
大模型生成文本蕴涵的价值和视角可以在三个层次上展开分析。 首先，大模型所生成的文本在价值

判断上展现出明确的取向。 ChatGPT等大模型能够很好地对齐一部分国家的文化，却又无法很好地

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保持一致。② 这些大模型在面对具体的价值判断时更多地遵循少数发达国家通行

的观念，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价值取向有着明显的距离。③ 大模型不止在国家和民族等维度上有

所偏颇，在性别、职业等其他维度上也暴露出相当程度的偏见。④ 其次，除了价值取向和偏见的展现，
大模型还隐含了特定的视角。 视角未必直接蕴涵偏见，但在选择、编排乃至叙述其生成文本的过程

当中，大模型完全有可能引入更加深刻，也更难察觉的偏见。⑤ 进而言之，如此所形成的文本完全有

可能“布满权力的运作”，建构和强化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⑥ 对于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例如纳

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大模型有可能生成加害者视角的“支撑扭曲性或者否认主义叙事”的历史

记忆。⑦ 这样的视角性既有可能深藏于大模型的内部，也有可能由用户有意或无意地引入。⑧ 这些

视角在大模型中服务于什么样的权力结构，有待史学理论加以分析和甄别。 最后，大模型接收的是

文本，生成的也是文本。 即使假设文本在其价值取向和叙事视角上都绝对地客观———实际并不可能

做到，对于那些“在历史的文本中失势的人”来说，大模型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来源。⑨ 过去积累的文

本成为今天再生产权力的媒介。 没有留下文本的人、不能正确使用文法的人、不能写出规范格式文

本的人都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的地位。 如果大模型听不进这些人的声音，也不能生成这

些人所熟悉的语言，这又是对既有的不平等制度和文化的进一步建构和强化。
与前文对考订辨正大模型文本语料的要求类似，感知和引导大模型所隐含价值和偏见的要求，

同样需要能够批量化地实施。 当前，技术研发者实现对齐、纠正偏见的方法主要有来自人类反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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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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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彭刚：《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史学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
Yong Cao et al. ，“Assessing Cross-Cultural Alignment between ChatGPT and Human Societies： An Empirical Study”，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Workshop on Cross-Cultural Considerations in NLP （C3NLP），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2023，p. 53；Reem I. Masoud
et al. ， “Cultural Alignment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 An Explanatory Analysis Based on 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s”，arXiv，25
Aug. 2023，https： / / arxiv. org / abs / 2309. 12342[2024 - 04 - 07]
Yan Tao et al. ，“Auditing and Mitigating Cultural Bias in LLMs”，arXiv，23 Nov. 2023，https： / / arxiv. org / abs / 2311. 14096[2024 -01 -
17]；Noam Benkler et al. ，“Assessing LLMs for Moral Value Pluralism”，arXiv，8 Dec. 2023，https： / / arxiv. org / abs / 2312. 10075[2024 -
04 -07]得到相近结论的研究数量还在迅速增长。
Yupeng Chang et al. ，“A Survey on Evaluation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arXiv，29 Dec. 2023，https： / / arxiv. org / abs / 2307. 03109
[2024 - 01 - 20]；Jintang Xue et al. ，“ Bias and Fairness in Chatbots： An Overview”，arXiv，10 Dec. 2023，https： / / arxiv. org / abs /
2309. 08836[2024 - 01 - 24]
有关历史书写的“视角论”，参见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第 215—217 页。
向燕南：《史的回顾与批判：传统历史书写中的女性与传统女性的历史书写》，《郑州大学学报》2014 年第 5 期。
Mykola Makhortykh et al. ， “Shall Androids Dream of Genocides？ How Generative AI Can Change the Future of Memorialization of Mass
Atrocities”，Discov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Vol. 3，No. 28，2023.
Ameet Deshpande et al. ， “ Toxicity in ChatGPT： Analyzing Persona-Assigned Language Models ”， Fin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EMNLP 2023，2023，p. 1236.
有关“在历史的文本中失势的人”，参见 He Xi and David Faure，eds. ，The Fisher Folk of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A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Boat-and-Shed Living，Routledge，2016，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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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RLHF）、直接偏好优化（Direct Preference
Optimization，DPO）和更加前沿，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的弱到强泛化 （Weak-to-Strong
Generalization）三种。① 概言之，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是用人的价值判断逐步引导和调整大模型，使
其按照正确导向来行事；直接偏好优化则是直接将人的价值判断作为吸收综合过程当中的一个优化

目标，大模型在学习语料文本的同时学习正确导向。 二者在实践中各有优劣。 无论采取何种方法，
史学理论都可以更多地进入用来调整或者指导大模型的基准当中。 史学理论有关文本如何隐含价

值的认识不仅可以深化技术研发者对大模型价值对齐的认识，其来自人文视角的价值判断亦可补充

和丰富技术研发者的判断，从而更有利于克服偏见。

三、史学理论与人工智能如何相互促进

人工智能的研发包括多个环节，这些环节共同构成了人工智能的一个完整周期。 从最开始的数

据加工，到之后的吸收综合，再到最后的价值对齐和风险监测，每一环节当中都有史学理论介入的空

间。 值得关注的是，像 OpenAI这样的前沿技术研发者已经开始将史学理论运用到人工智能的研发

和治理当中。 由于这些实践很多只是刚刚开始，绝大部分信息还没有完全公开，暂时只能管中窥豹。
集中体现这一点的是 OpenAI在人工智能价值对齐方面的尝试。 简单来说，OpenAI 和法国政治思想

史学者海伦·兰德摩尔（Helene Landemore）和希腊城邦组织（Polis）等个人和组织合作，尝试从历史

上的民主政治的哲学思辨和实践经验中，为今天的人工智能价值观对齐问题寻找解决方案。② 循此，
从 2023 年下半年开始，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学科领域与职业背景的人加入为大模型的行

为写作“标准答案”的努力当中来。 此外，OpenAI 针对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研发思路同样体现出来自

史学的影响。 OpenAI开设了长期运营的研究员项目，持续地吸纳包括史学在内的各个学科的学者，
共同探索交叉角度的治理方案。③

中国的大模型研发和治理当然不能简单照抄照搬这些探索。 不过，虽然我国的大模型和

OpenAI的 ChatGPT在具体的价值判断上不必强求一致，但这些为大模型融入史学理论的尝试有着

很强的参考意义。 如果要对错误的价值取向和技术的不当应用“进行实时、高效的智能回击”，在人

工智能大模型的研发过程中充分取用历史资源、深挖史学理论、延纳史学人才等，都是值得探索的

尝试。④

与此同时，史学理论要在任何一个环节中发挥作用，都离不开真实的历史学者与技术研发者之

间的密切配合。 在筛选加工文本语料的环节，不仅可以将考订辨正的原则转化为事前设计、事中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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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Yuntao Bai et al. ，“ Training a Helpful and Harmless Assistant with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arXiv，12 Apr.
2022，https： / / arxiv. org / abs / 2204. 05862 [2024 - 01 - 18]；Rafael Rafailov et al. ，“ Direct Preference Optimization： Your Language
Model is Secretly a Reward Model”，arXiv，13 Dec. 2023，https： / / arxiv. org / abs / 2305. 18290 [2024 - 01 - 20]；Colin Burns et al. ，
“Weak-to-Strong Generalization： Eliciting Strong Capabilities with Weak Supervision”， arXiv，14 Dec. 2023， https： / / arxiv. org / abs /
2312. 09390[2024 - 01 - 20]
OpenAI，“Democratic Inputs to AI”，https： / / openai. com / blog / democratic - inputs - to - ai[2024 - 04 - 07]
OpenAI，“OpenAI Scholars 2018： Meet our Scholars”，https： / / openai. com / blog / openai - scholars - 2018 - meet - our - scholars[2024 -
04 - 07]
陈甜：《十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演变的理性审思》，《史学理论研究》202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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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和事后质检，还要在出现没有覆盖在既有规则之内的情形时，及时处理例外情况和更新完善规则。
在现实的工程研发中，即使提前制定的规则再完善，也必然存在数量巨大的例外情形，此时就需要历

史学者和技术研发者实时进行合作判断。 在为已经完成筛选加工的不同语料设定权重时，历史学者

也可以和技术研发者共同摸索。 权重的绝对大小和相对比例，数据“底本”的类型和范围，去重的判

断条件和彻底程度，同样要在实践中共同一步步地试验出来。 之后，大模型如果出现有待纠正的偏

见问题，无论采取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还是直接偏好优化的方法，历史学者和其他人文学者可以与

技术研发者共同制定一套包含正确导向目标的“标准答案”。① 这套答案覆盖哪些价值维度，在每个

价值维度上选择什么问题，答案是保持开放还是恪守标准，答案的表述怎样才最合适，同样需要历史

学者的在场。
在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史学理论也将经历进一步的发展、深化与重塑。 首先，大模型可

以作为史学理论的实时“演武场”，将史学理论在各个时代、各个地域、各个群体产生的史料上是否成

立形成直观的展示。 将理论运用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产生的海量史料之上，常常是焚膏

继晷、煮海为盐般的任务。 大模型汇聚了纵然不全面，但数量和范围足够广阔的语料。 大模型的使

用可以通过日常对话般的提示来进行，不一定需要数理的方法。 即使需要运用数理的方法，大模型

本身就是便捷易用的数理方法知识库。 由此，通过将史学理论及其假设转译为准确、易用的自然语

言提示，可以让大模型在数量和范围极尽广阔的文本史料上快速检验理论假设。 尽管大模型内在机

理不够透明的特性使其检验结果需要接受进一步的解释，但仍然可以为理论的好与坏提供快速的初

步证据，形成初步的判断和筛选。
其次，对史学知识生产过程的理解将得到深化。 大模型是史学理论的“演武场”，也是史学知识

生产的试验场。 也就是说，对于既定的文本史料和史学知识，通过不断地用大模型去追问为何如此，
或者为何并非如此，从而发生新的理解。 大模型的照单全收是其局限，但在需要克服思维定势时，没
有单一且牢固的前见，甚至是过度发散的“幻觉”，却有可能发挥出乎意料的作用。 历史学家的前见

和不同来源的史料在一则具体的史学判断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如果引入不同的预设，或者以不同的

方式比对权衡史料，判断的结论是否发生变化？ 既有的预设和史料是否遮蔽了容易遭到忽视的

“无”———或者说某时代无某史事或无某观念的“默证”，从而导致史学研究产生疏忽甚至盲点？② 史

学的每个领域都可以用这样的问题去反复叩问大模型，从而在一则则“确实未必如此”当中找到理论

得以深入的缝隙，推动史学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恰如诸雨辰所述：大模型好比是《红楼梦》中的“风
月宝鉴”，“正面去照可能平淡无奇，可是换一个视角，它确有可能照出文本源流中的某些特异点，发
现新问题”。③

最后，将大模型作为全新的研究对象，史学理论因此会得到重塑。 大模型不仅是史学研究的工

具，也是理论研究的绝佳对象。 吸纳了人类海量史料的大模型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人类的历史，甚
至在未来可能成为每一个体接触历史最简便、也最常见的方式，史学理论当然应该将其作为研究对

象。 就研究主题而言，尽管计算史（history of computing）领域已经习惯了处理数字形式的史料，大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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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I，“GPT - 4 Technical Report”，arXiv，4 Mar. 2024，https： / / arxiv. org / abs / 2303. 08774[2024 - 04 - 07]
《胡宝国论学短札》，微信公众号“中华书局 1912”。 https： / / mp. weixin. qq. com / s / i5zidzGJiFb2f2zhWCZFUw[2024 - 04 - 07]
诸雨辰：《自然语言处理与古代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2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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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参数和代码应当拓展成为更多史学领域的研究题目。① 就研究方法来说，既然技术研发者用以

训练、调整和对齐大模型的理论和方法，很可能会形塑和改写对人类历史的认识，那么这些理论和

方法应当成为史学理论研究的工具箱的一部分。 在研究结论方面，随着研究主题的扩展和研究方

法的吸纳，自然会引起更多不同形式的研究发现，这些发现将会辅助历史学者深度介入辅助大模

型的研发。

结 语

史学和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已经走过了接近八十年的历史。 从最早加以尝试的罗伯特·布萨

（Robert Busa），到今天遍布各个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很长一段时间内，史学是在人工智能技术浪潮

的冲击之下被动响应，很少对技术的向善发展施加影响。② 这一单向的冲击—响应模式正在发生改

变。 史学理论对多元史料，特别是实物史料的关注，能够提醒我们注意单纯利用文本史料的大模型

的能力局限；史学理论对史料如何隐含视角和导向的探讨，则能够警示我们注意大模型所蕴涵的价

值和立场，甚至是偏见和错误。
展望将来，大模型将取得更长远的发展，甚至成为承载人类过往诞生的绝大部分文本所蕴涵知

识的数字公地（digital commons），历史学者和技术研发者的双向互动既有必要，也是必须。③ 当这一

天到来，大模型将会成为每一个人接触“数据、记忆、关于过去的证据性遗迹、文献和遗物”，从而形塑

其历史认识的主要媒介。 一方面，既然大模型可能成为历史的主要载体，成为绝大部分个体接触历

史的主要途径，史学理论和历史学者理应深度介入其研发应用，确保其中存续的是丰富的、鲜活的、
尽可能全面且客观的历史，而不是浅薄的、苍白的、保守狭隘且充斥偏见的历史。 另一方面，既然史

学理论意味着对从证据形成历史的自觉省思，当大模型成为历史乃至史学的主要媒介，对大模型的

自觉省思甚至有可能成为史学理论研究的主体内容之一。 这也意味着，利用史学理论改进大模型不

只是求知驱动的科学探索，更是智识上和道义上的责任。
人工智能激荡整个人文学科的时代已经来临，需要历史学者和史学理论深度参与其中，贡献理

论洞见。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敖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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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将代码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参见 Mark C. Marino，Critical Code Studies，MIT Press，2020。
Roberto Busa，“Half a Century of Literary Computing： Towards a New Philology”，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Vol. 17，No. 2，1992，p.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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